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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激励、金融支持与
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研究

张 明 玖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市401120)

摘 要:文章建立了财政激励、金融支持和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面板门槛回

归模型,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激励、金融支持对大中型工业企业

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激励和金融支持均能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给予企业的税收补贴比率需保持在合理区间。另外,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和对

外开放度对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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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导作用,强调要

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资本化和产业化。但是由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活动存在风险高、投资期限长等

特点,造成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活动离不开政府财政及其他金融资源的支持。因此,深入研究

政府财政激励与金融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目前,已有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政府财政激励和金融资源支持视角探讨了二者对企业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在政府财政激励方面,国外学者Czarnitzki和 Hussinger[1]研究认为,政
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BalaSubrahmanya[2]研究指出,英
国政府通过资助合作研究项目、提供研发赠款、促进技术转移及内部创新等三种主要模式促进小企

业技术创新及成果运用。McCloud和Kumbhakar[3]研究认为,财政补贴能通过增强企业技术效率

的形式而提升企业创新转化效率。Sissoko[4]研究认为,在获得财政研发补贴后,生产效率偏低的

企业将更易运用新技术而提升其创新生产效率。白俊红和李婧[5]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提升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邵敏和包群[6]研究认为,财政补贴激励

将推动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增大投资规模,最终提升企业创新成果生产效率。郑春美和李佩[7]

研究发现,政府直接补贴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税收优惠对

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负面影响。
在金融资源支持方面,国外学者DeToni和Nassimbeni[8]、Sawers等[9]研究认为,企业进行科

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活动时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Rosenbusch等[10]研究得到阻碍中小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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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融资难问题。李梅和王英[11]、唐丽艳等[12]的研究分别

认为,资金融资支持机制及风险资金支持机制均能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发展。
门玉英等[13]的研究分别指出,金融支持优惠政策是影响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窦亚

芹等[14]研究认为,金融支持机制不完善、资金投资主体缺乏、金融支持中介服务不健全等是制约科

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主要原因。汪伟和潘孝挺[15]研究发现,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研发投

入和创新成果均具有抑制作用,且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受金融要素扭曲抑制的作用更大。
从上述研究文献可得,众多学者较少从财政金融支持的共同视角分析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的影响,且具体从数量分析角度研究二者对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效应影响机理的文章尚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首先在设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比例函数的基础上,重点从财政激励和金融支持视角剖

析其对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命题,然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并运用我

国2005-2013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政府和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出促进企业

创新成果转化的策略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

二、财政激励、金融支持影响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理论分析

借鉴生延超[16]理论建模思路,本文首先假设某一垄断市场内企业的需求函数为线性关系,存
在P=M-NQ ,其中,P 表示价格,M >0和N >0,二者均为常数;Q 为产品产量,且Q=Q1+
Q2,Q1 表示企业开展了创新成果转化活动而拥有的新产量,Q2 表示企业未进行创新成果转化而

维持的原有产量,且Q1 和Q2 均大于零。假设企业进行创新成果转化的比例为s,即s=
Q1

Q
,其表

示企业使用创新成果而获得新产量与总产量的比值,且s∈[0,1]。当s为零时表示企业未进行创

新活动,s为1时表示企业使用创新成果生产所有产品。假定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固定成本为C ,

C >0;企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D ,若企业运用创新成果将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可将降

低的部分用E 反映,则企业生产成本为D-E ,D >E >0;当企业产量Q=0时,其价格P 将达

到最大值 M ,且企业生产时的产品价格需大于生产成本,即存在 M >D 。
假定政府财政激励包括直接补贴和税收补贴两种方式。在直接补贴方式下,政府将按照企业

创新成果转化投入总量的比例而直接进行财政补贴,可用z表示直接补贴比率,0≤z≤1;在税收

补贴方式下,政府将按照每一新产品销售价格的相应比例进行税收补贴,可用t表示税收补贴比

率,0≤t≤1。由于政府通常会针对企业创新成果产品设置统一的税收补贴比率,并根据不同企

业创新品种而相应变动比率,进而设定t=t0+εQ1,其中t0为政府统一税收补贴比率,t0≥0,ε表

示政府依据企业创新产品销量而进行税率调控的系数。同时,鉴于金融市场效率也能影响企业成

果转化产品的成本,进而设定E=C0+Iex-δQ1,C0为企业减少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中除去因创新

成果转化融资而产生成本的额外部分,C0>0;Iex 为企业因其创新成果转化而进行融资所产生的

一般成本,I为常数且大于零;x 为金融市场融资效率,0≤x≤1,x 越大表明企业越容易以低成

本从金融市场中获取金融资源,并减少企业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的单位成本,反之亦然;δ为成果转

化产量的变动系数。
此外,考虑企业市场行为准则是在获得政府补贴后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目标,政府市场行为准

则是在给予企业补贴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进而企业和政府都将按照自身行为准则而进

行创新决策。假定企业和政府间的决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政府确定不同方式下的补贴比

率,第二阶段是企业知晓政府创新补贴策略而确定自身创新成果转化比例,并选择最优生产量。因

此,可通过逆向归纳法来对上述两阶段数理模型求均衡解,第一步为确定企业最优生产量,第二步

为确定企业选择的创新成果转化比例,并确定政府不同的补贴比率。
(一)企业行为分析

根据假设可确定企业能通过使用创新成果转化技术和使用原有技术两种方式来生产产品。设



定企业总利润函数为V ,反映企业出售利用上述两种方式所生产产品而获得的利润总和。在企业

使用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时,政府将通过直接补贴或税收补贴来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此时设定企

业出售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函数为V1;在企业使用原有技术进行产品生产时将无法得到政府的创新

支持,此时设定企业利润函数为V2,从而企业总利润函数可表示为V=V1+V2,其中

V1=(P-D+E)Q1+(z-1)C+tQ1

=(ε-N -δ)Q2
1-NQ1Q2+(M -D+E0+t0)Q1+(z-1)C (1)

V2=PQ2-DQ2=-NQ2
2-NQ1Q2+(M -D)Q2 (2)

  则企业总利润函数V 进一步变为:

V=(ε-N -δ)Q2
1-NQ2

2-2NQ1Q2+(M -D+C0+Iex +t0)Q1

+(M -D)Q2+(z-1)C (3)

  为确定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产量Q1和Q2,可对式(3)分别求关于Q1和Q2的偏导

数,令∂V/∂Q1=0,∂V/∂Q2=0,整理后得:

Q1=
C0+Iex +t0
2(δ-ε)

,Q2=
M -D
2N -

C0+Iex +t0
2(δ-ε)

(4)

  进而企业决定开展创新成果转化的比例就为:

s=s(t0,ε,x)=
Q1

Q =
Q1

Q1+Q2
=

N(C0+Iex +t0)
(M -D)(δ-ε)

(5)

  由式(5)可得,企业开展创新成果转化的比例s(t0,ε,x)是关于税收补贴统一比率t0、税率调

控系数ε和金融市场效率x 的函数,分别对其求偏导数则有:

∂s
∂t0=

N
(M -D)(δ-ε)

,∂s
∂ε=

N(C0+Iex +t0)
(M -D)(δ-ε)2

,∂s
∂x=

NIex

(M -D)(δ-ε)
(6)

  由式(4)可知δ-ε>0,则从式(6)中可得∂s/∂t0>0、∂s/∂ε>0和∂s/∂x>0,其显示出企业

创新成果转化的比例随政府税收统一补贴比率、税收补贴比率调控力度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而

增加,进而可得:
命题一:政府税收补贴优惠力度增大、金融市场效率提升都将促进企业创新成果转化。
进一步将式(4)代入式(3)中,整理可得企业的最优利润为V* =maxV :

V* =
(M -D)2

4N +
(C0+Iex +t0)2

4(δ-ε) +(z-1)C (7)

  对式(7)求t0 和z的偏导数,可得出二者对企业最优利润的影响如下:

∂V
∂t0=

C0+Iex +t0
2(δ-ε)

,∂V
∂z=C (8)

  由式(8)容易看出∂V/∂t0 >0、∂V/∂z>0,表明企业的利润将随政府税收统一补贴比率和直

接补贴比率增大而增加,由此可得:
命题二:政府税收补贴和直接补贴手段都将影响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在利润最大化前提下,政

府直接补贴手段也是推动企业开展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
(二)政府行为分析

实现最大化社会福利是政府运行的目标,可将政府社会福利表示为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

总额再减去政府给予企业的各种补贴额[16],即社会福利函数 H 为:

H =
1
2
(M -P)Q1+V1-zC-tQ1+

1
2
(M -P)Q2+V2

=
(M -D)2

8N +
(C0+Iex)2-t20
4(δ-ε) -

ε(C0+Iex +t0)2

4(δ-ε)2 -C (9)

  由式(9)可知社会福利与政府税收补贴统一比率t0、税率调控系数ε和金融市场效率x 相关,
而与政府直接补贴比率z无关。对式(9)求t0 的偏导数,可得:



∂H
∂t0 =

-δt0-εC0-εIex

2(δ-ε)2
(10)

  对于式(10)而言,当ε≥0时,∂H/∂t0<0,表明社会福利将随着t0的上升而下降;当ε<0时,

∂H/∂t0 >0,表明社会福利将随着t0 的上升而增长。但在现实中,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政
府将确保∂H/∂t0>0,即t0<(-εC0-εIex)/δ。同时考虑企业愿意进行创新成果转化活动,政府

将设定t0 的区间为:

t0 ∈ (0,-εC0-εIex/δ),且ε<0 (11)

  由式(11)可得:
命题三:为使得政府和企业均完成各自最大化目标,并保证金融市场效率能推动企业有效进行

创新成果转化活动,政府给予企业的税收补贴统一比率必须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同时考虑区域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也会

影响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活动[17],进而设定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ITEit=β0+β1TAXit+β2SUBit+β3FINit+β4LAWit+β5EDUit+β6OPENit+λit (12)

  其中,ITEit 、TAXit 、SUBit 、FINit 、LAWit 、EDUit 和OPENit 分别表示我国第i个省区

在第t年的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政府税收补贴比率、政府直接补贴比率、金融市场效率、法律制

度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λit 为随机波动项。为了检验命题三中涉及的非线性政府

税收补贴门槛效应,本文将根据 Hansen[18]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建模思路,在式(12)的基础上构

建单一门槛模型:

ITEit=θ1FINitI(TAXit ≤η)+θ2FINitI(TAXit >η)+a1TAXit+a2SUBit

+a3LAWit+a4EDUit+a5OPENit+μi+εit (13)

  进一步可运用Hansen介绍的格栅搜索法、自抽样法(Bootstrap法)等确定门槛估计值η、斜率

值θ,并对门槛效应显著性及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进行估计。双重或多重门槛模型的构建及相关

检验与单一门槛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二)变量选择

变量ITEit 为i省t年的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将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成果生产率

代替。借鉴刘小玄和吴延兵[19]的做法,企业创新成果生产率将通过DEA指数法获得,需要的变量

包括各地区大中型企业创新产出变量(Yit)、创新劳动投入变量(Lit)和创新资本投入变量

(Kit)。其中变量Yit 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变量Lit 以各地区大中型工

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衡量,变量Kit 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内外部经费支出总额衡量。本

文将使用DEAP2.1软件,并采用规模报酬不变、基于投入导向型DEA模型来计算创新成果生产率

指数;同时为将DEA企业创新生产率进行指数转化,设定基年ITE=1,则次年ITE等于前一年

ITE乘以当年企业创新生产率指数,并以此类推。
变量TAXit 和SUBit 分别为i省t时期政府给予企业的税收补贴比率和直接补贴比率,二者体

现政府财政激励程度。借鉴王俊[20]的做法,TAXit 将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享受政府针对其开

展技术研发活动而减免的税费代替,SUBit 将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经费筹措中

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代替。变量FINit 为i省t时期的金融市场效率,其体现金融支持力

度,将以樊纲等[21]构造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标来衡量,但由于该数据计算年限只到2009年,因
此参照张杰等[22]的做法,将运用一般线性回归预测法来填补2010年至2013年的缺失值。

借鉴余明贵和潘洪波[23]的做法,变量LAWit 将以各地区政府行政收入和罚没收入之和占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来代替;借鉴潘辉等[24]的做法,变量EDUit 将以各地区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



年限来衡量,且用各区域15岁至64岁阶段就业人员受教育年数总和除该阶段就业人员数来计算,
其中人口受教育年限总和=6×小学文化人数+9×初中文化人数+12×高中文化人数+16×大专

以上文化人数;借鉴施炳展和齐俊妍[25]的做法,变量OPENit 将以各地区商品进出口总值占地区

GDP的比重来衡量,且所有涉及商品进出口的数据都以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年平均中间价格进行相

应折算处理。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区间为2005-2013年,且考虑西藏数据不详而剔除,因此最终样本涉及30个省市区

数据。文中变量Lit 、Kit 、Yit 、TAXit 、SUBit 的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1年的《工业企业科技

活动统计资料》和2012-2014年的《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变量FINit 的数据来源于2011
年樊纲等所著《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变量LAWit 、EDUit 、OPENit的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4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历年统计年鉴。此外,2005-2008年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外部支出数据将通过剔除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中对其他企业支

出数据而获得;以2005年为基期,按照GDP指数对大中型企业创新研发经费投入、政府税收减免、
政府创新资助变量数据进行价格平减,并对政府税收减免和创新资助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按照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进行价格平减;文中缺失的数据将

运用一般线性回归预测法进行填补。文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TE 270 1.161 0.894 0.945 1.439
TAX 270 8.931 1.366 2.157 13.553
SUB 270 9.086 1.572 2.302 12.081
FIN 270 2.315 0.986 0.402 8.287
LAW 270 0.112 0.055 0.031 0.266
EDU 270 8.744 1.282 6.458 11.735
OPEN 270 0.349 0.435 0.038 1.822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2.0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门槛效应进行自抽样检验,估计结果如表2。从表2
可看出,仅单一门槛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因此

本文将选用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表2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门槛模型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F值 8.413* 15.278 3.963
P值 0.082 0.308 0.253
1% 17.240 37.421 16.598
5% 12.347 26.108 10.622
10% 8.155 17.334 8.684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临界值及P值均是采用自抽样法

    模拟500次后得到的结果。

在检验门槛效应后,需要估计单一门槛模型的门槛值,表3报告了单一门槛模型门槛值的估计结

果以及门槛值的95%置信区间。在门槛值的估计值为2.169时,似然比值为0,且当门槛估计值位于

[1.755,2.486]区间内时,似然比值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位于原假设接受域内,即门槛值与

实际门槛值相同。在门槛值η1 估计出来后便可估计单一门槛模型的参数,其估计结果如下表4。
表3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值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门槛1 2.169 [1.755,2.486]



表4 单一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TAX 0.145***(4.05)

SUB 0.542***(7.03)

LAW 1.129***(6.40)

EDU 0.057***(5.52)

OPEN 0.068*(1.79)

FINitI(TAX >2.169) 0.036(1.42)

FINitI(TAX ≤2.169) 0.018***(3.81)

            注:表中括号内为t值。

从表4估计结果看,在单一门槛模型的五个控制变量中,政府税收补贴比率和直接补贴比率的

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补贴均对工业企业创

新成果转化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难理解,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及创新成果转化都需要大

量的运转资金,政府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是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资金的重要来源,可以

有效解决企业科技创新资金短缺问题。另外,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度三个变量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均对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法律制度环境越好、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及

成果转化效率越高。地区法律制度是保障财政金融服务资源能否有效运用到工业企业科技创新项

目中和保障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权不被侵害的关键,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有效开

展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法律制度环境越好,财政科技资金和金融科技资金使用效率越高;知
识产业保护力度越大,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动力越足,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劳动是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重要投入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科技创

新的质量和效率。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综合素质也越高,创新能力和接受新事

物的能力也越强,从而可以促进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该地

区内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活动越多,工业企业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所吸收到的国内外

先进技术越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效率也就越高。
从表4也可看出,当某区域财政税收补贴比率未跨越门槛值2.169时,金融市场效率影响区域

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值为0.018;而当财政税收补贴比率超过门槛值后,金
融市场效率系数估计则不显著。这显示出区域金融市场效率与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之间显著存

在基于财政税收补贴比率的单一门槛非线性关系。这印证了命题三的结论,说明金融市场效率能

对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起到促进作用,但也受到财政税收补贴比率的影响,金融信贷支持并非随

财政税收补贴比率的增加而增大,财政税收补贴比率需要维持在合理的区间内。此外,根据单一门

槛值可将不同样本省份依次划入高、低两个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区域表(表略),通过分析不

同省份在各个年份所处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分区可得出,江苏、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等

大部分沿海省份在2005-2013年一直处于高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区域,而其他省份则一直处

于低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区域。这可能在于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政府税收收

入来源和收入总额相对较多,更有利于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活动,而内陆地区受财政政策、
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制约,导致这些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进程缓慢。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推导了财政激励和金融支持对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政府税收

补贴和金融市场效率提升均能促进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财政直接补贴是企业进行创新成果转

化的有效保障;同时,为确保工业企业有效开展创新成果转化活动,政府给予工业企业的税收补贴

率应维持在合理区域。以财政税收补贴比率为门槛变量并运用2005-2013年我国各省区大中型

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税收补贴、财政直接补贴、金融市场效率都能有效提升工



业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但金融市场效率对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也显著地存在基于财

政税收补贴的单一门槛效应,财政税收补贴比率在相应门槛值内将更能体现金融支持企业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的作用。此外,法律制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工业企业创新成果转

化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为促进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
是要针对具有创新成果转化实力的企业给予财政税收补贴和财政直接补贴激励,在加大财税补贴

力度的同时,政府应控制财政税收补贴比率的合理范围。二是要培育适合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发展

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提升区域金融市场融资效率,搭建金融创新机构的区域服务平台,积极鼓励

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为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供资金。三是通过法律规制保护企业创新成果,
继续完善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区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区域企业创

新成果转化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四是着力实施区域创新人才培育政策,不断优化区域人力资本,为
企业创新积累人力资源和提供人才支持;五是持续扩大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便于先进技术和资金流

入而推动区域企业创新成果转化,且有效减少落后地区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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